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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引言

农田土壤污染威胁土壤健康、粮食生产安全及其粮食

供给能力，已经成为实现全球零饥饿目标的主要障碍[1]。

尤其在当前全球紧张局势下，粮食短缺问题持续加剧。包

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（UNEP）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

（FAO）在内的国际组织就“解决土壤污染问题”达成共

识，提高了全球对土壤污染威胁的认识。前期土壤普查显

示，我国数百万公顷农田土壤存在镉、砷、汞、铬、铅等

重（类）金属污染问题，导致年均水稻产量损失超过

1000万吨[2]。在过去几十年里，我国用仅占世界9%的土

地保障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粮食需求，创造了史无前例

的奇迹。然而，土壤污染正成为 21世纪面对日益增长的

粮食需求的新挑战。2016年，我国发布了土壤污染防治

行动计划，旨在扭转土壤污染加剧的局面。与起步较早的

建设用地修复技术相比，农田土壤修复技术面临的挑战是

空前的。“十三五”期间，以全国土壤普查为基础，在全

国尤其是南方地区广泛开展了大规模的示范应用，投入大

量资金，积累了一定实践经验，但仍然面临诸多技术难

题。此外，我国为应对气候变化，提出“双碳”目标，即

碳达峰、碳中和，并力求实现与国家多个战略目标的协同

[3]。但大面积农田土壤修复过程中产生大量能源和资源

消耗，加剧碳排放，难以匹配“双碳”战略，可持续性不

足。而从另一方面来说，农用地土壤是陆地生态系统碳库

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若能充分挖掘其碳汇潜能，实现碳封存

和固定，则有望推动土壤污染治理与“双碳战略”的

协同。

本文从土壤-作物系统中关键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

环出发，介绍了农田土壤修复中重（类）金属调控的基本

原理（图 1），进一步分析了潜在土壤污染修复技术，促

进了粮食生产安全、土壤质量改善和碳减排/碳封存等多

目标协同（图 1）。基于全生命周期理论，引入可持续性

评估和碳足迹分析框架，为相关土壤污染修复的政策决策

者以及实践者提供理论依据（图2）。

2. 探索土壤-作物系统污染物迁移转化的生物地
球化学驱动力

我们对土壤中重金属环境行为的认识，主要停留在矿

物吸附固定的物理化学机制层面，直接采用基于棕地土壤

修复的化学稳定、酸碱中和等方法。例如，石灰、硅钙材

料作为一类低成本的土壤调理剂，被广泛应用于我国农田

土壤镉污染修复示范实践中，有效缓解了我国酸性土壤区

的农产品镉超标问题。然而，尽管这种“末端消除”的技

术可快速、有效地降低土壤镉的有效性，但往往面临着酸

度反弹、土壤质量退化、次生环境风险（如活化砷）等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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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。其原因主要源于我们对农田土壤重金属的生物地球化

学行为的认知不足，从过程解析到修复技术构建的系统性

认识也不够（图 1），忽略了影响土壤重（类）金属迁移

转化的核心驱动力。

从土壤生物地球化学的角度来看，铁作为红壤中的特

征元素，以铁矿物的形态存在，是土壤污染物的主要载

体，并在微生物作用下（即铁循环），在驱动土壤中生命

元素和重金属迁移转化等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[4‒5]。

前期研究表明，在排水阶段稻田土壤中微生物胞外呼吸生

成的亚铁的氧化、水解过程是质子产生的主要贡献者，从

而导致土壤产酸，这也是难以通过硅钙质材料的“末端消

除”策略彻底解决的主因[6]。当前，一种潜在的替代策

略是通过微生物厌氧亚铁氧化和硝酸盐还原过程耦合，即

通过硝酸盐还原有效清除亚铁氧化产生的过量质子[4,7]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微生物硝酸盐还原可以激活砷氧化微生物

（如Pseudogulbenkiania），促进亚砷酸氧化，从而降低其

在厌氧环境下的移动性[8]。腐殖质也能通过加速电子转

移参与到这些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中，是决定上述生物地球

化学过程耦合的热力学和动力学的重要因子。事实上，研

究发现微生物驱动的铁循环还决定着土壤中的碳固定或矿

化，如异化铁还原与有机碳矿化及甲烷减排[9]、Fe(II)氧

化与碳同化（即二氧化碳固定）[10]。在未来的工程实践

中，上述耦合过程在同步实现碳封存和重金属污染治理方

面可挥发较大潜力。

此外，我们当前仍然缺乏对重金属从根际吸收到作物

可食用部位积累（如大米）过程的充分认识。土壤-作物

系统中重（类）金属的迁移转化涉及微生物、化学和生理

等多个过程，这种多介质、多界面、多过程的迁移转化特

征显然与棕地土壤有着本质上的差异。需要明确的是，农

田土壤修复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粮食安全生产，因此必须有

效阻控污染物从根部吸收、运输到作物可食部位。其中，

在污染物从土壤进入水稻根部的过程中，我们发现根表铁

膜是阻控重金属进入根细胞的关键。因此，了解铁膜的形

成及其对重金属的阻控作用，例如，通过硝酸盐促进亚铁

氧化诱导铁膜形成，是阻控根际吸收重（类）金属的关键

机制，已经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[11]。

重金属从根部向作物可食用部位积累的吸收、转运涉

及多个复杂的生理过程，而元素拮抗机制则发挥着关键作

用。研究表明，硅和硒可有效下调镉转运基因OsLCT1的

表达，并显著上调镉在根液泡中积累基因OsHMA3的表达

[12]。近年来，研究人员提出了铁与有机碳配合物可以靶

向调控水稻组织中的基因表达，从而实现镉优先积累到叶

片，进一步推动了作物重金属生理阻隔新策略的研究

[13]。前期的大量研究为农田土壤修复打下了良好的基

础，但基于多学科交叉破解农田土壤修复的技术瓶颈仍有

极大的研究空间。

3. 展望多目标协同绿色修复技术

如上所述，未来农田土壤修复以多目标协同为核心，

因此避免土壤修复过程中产生环境风险是关键。多个研究

证实，炭技术在提高土壤质量和固定土壤中的重金属方面

具有巨大潜力。事实上，依据《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国家

标准》（GB15618—2018），我国红壤地区土壤有机碳严重

不足，是当前农田土壤退化的主因，加剧了土壤重金属污

染风险[14]。生物质炭逐渐成为农田土壤修复的热门材

图1. 代表性农田土壤重金属原理与技术。NO3
−：硝酸根；Hs：腐殖质；C：碳；Si：硅；Se：硒；Fe：铁；Fe(II)：亚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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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，尽管关于其成本与效率的争论仍然存在，但以铁-碳

耦合为原理开发的铁改性生物质炭等技术已在我国南方多

个土壤示范工程中展示了其潜能[15]。基于硝酸盐还原耦

合亚铁氧化的技术原理，铁改性木本泥炭技术已经实现了

商业化，并成功应用于田间砷镉同步钝化的试验。以广东

省为例，我们测算农业源生物质炭化，并返回农田土壤，

每年大约可以封存约900万吨碳，有效减少碳排放。这些

持久性有机碳在农田土壤中可同时有效提高碳固定和缓解

温室气体（如甲烷）排放。

此外，农作物重金属生理阻隔的纳米技术开始蓬勃

发展。研究发现，硅纳米颗粒或量子点可调控水稻对镉

的吸收，尤其可降低轻度镉污染农田粮食生产的风险

[16]。鉴于硅是重要的生命元素，二氧化硅生理阻隔剂

对环境友好，因而得到了广泛应用。然而，这些生理阻

隔技术存在效率较低等缺点，往往需要与土壤钝化剂

（如生物质炭）结合。因此，我们提出了“三重阻控”的

新修复策略，为土壤-作物系统中重金属污染治理提供系

统性解决方案，并在稻田重金属污染修复实践中取得了

显著成效。但要完全破解我国农田土壤重金（类）属污

染的国家需求，仍然面临诸多的挑战。尤其是关于这些

技术的可持续性、稳定性等问题，还没有彻底解决。更

重要的是，在“双碳”目标愿景下，发展绿色修复技术

已经成为一个新命题。例如，研发移动式生物炭生产装

备实现生物质田间炭化，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运输的能

源消耗，是一个重要方向。农业生产附加值往往远低于

工业等领域，未来技术研发层面还需要付出更大努力，

从而有效降低技术的成效比。

微生物技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，也吸引了包括土壤

修复等多个领域的关注[17]。事实上，基于 Calvin-Ben‐

son- Bassham循环固定二氧化碳的蓝藻和光合自养细菌等

自养型微生物在土壤碳平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[18]，而根

瘤菌和地杆菌的土壤固氮在改善土壤质量方面也引起了关

注。这些功能微生物还具有与铬和锑等重金属还原固定建

立电子传递网络的潜力，如部分脱硫弧菌可以介导硫氧化

耦合锑还原。此外，功能微生物对重金属的直接固定或解

毒是另一种土壤微生物的修复机制，如亚砷酸盐呼吸型微

生物。然而，使用这些单一菌株进行土壤修复时，面临着

其余本地物种生态位竞争的问题，导致长效性不佳等问

题。针对这一问题，合成生物技术可能是一种潜在的解决

工具。此外，稻田周丛生物调控、旱地丛枝菌根共生、植

物修复等其他潜在生物技术也为实现土壤碳封存和重金属

阻控的协同提供了技术策略选择。

4. 可持续性评估和碳足迹分析辅助的修复技术
决策

联合国 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（SDG）中，多个目标

相互联系，尤其是SDG 2：“消除饥饿、实现粮食安全和

改善营养、促进可持续农业”和 SDG 11：“应对气候变

化”，充分考虑了农业、能源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协同和平

衡。因此，FAO为了给各国政府官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

提供一套框架指引，于 2020 年制定了可持续土壤管理

（SSM）评估协议，提供了评估土壤功能关键指标的多个

实用条款[19]。该协议代表了一种新的转变，即在整个

修复过程中使环境、社会、农业和经济效益最大化。基

于这一准则，我们前期研究证实了生物质炭对稻田土壤

修复的可持续性明显优于石灰质，可实现土壤质量改善

和水稻安全生产双重目标的协同[15]。但仅依据成本或

效率的单一评估体系往往得到相反的结论，这是忽略了

生产/开发和运输过程的负面环境等影响所导致的。此

外，土壤修复过程的碳足迹分析是可持续性评估的重要

补充，必须与其相结合应用（图 2），从而实现碳减排

（SDG 11）与粮食生产（SDG 2）的可持续目标的协同。

因此，建立全生命周期农田土壤修复可持续性评估框架

是至关重要的，可为政府监管、市场管理、技术选择决

策提供重要参考。

总之，农田土壤修复作为我国生态领域的第三大行动

计划，即《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的重要内容，是人类

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民生工程，还面临着诸多挑战。“十三

五”期间取得的成功经验为有效遏制农田土壤污染持续恶

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，我们还需进一步总结经验。土壤修

复技术的创新应考虑到农田的基本特征，故需根据土壤-

作物系统重金属多种介质、多界面、多过程的基本原理，

以粮食安全生产、土壤质量提升、碳中和多目标协同为根

本原则，并有必要在规模化应用之前，对潜在技术进行系

统评估与筛选。此外，农田土壤修复还面临着许多其他问

题，例如，区域农田土壤存在异质性，需要针对不同类型

污染土壤制定针对性策略。

另外，我们还需要构建完善的治理技术标准体系，

推动技术的大规模化应用。农田土壤污染修复的基础理

论已初具雏形，未来需要来自环境化学、生物学和地球

化学等多个学科的科学家之间的长期持续合作。本文旨

在为重金属污染农田土壤绿色、可持续修复的实现提供

一定的参考，从而支撑国家土壤污染行动计划的有效

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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